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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接合理论对于文化研究有着特殊的价值。本文阐述了“接合”观念从原始意义到拉克劳直至霍尔等学者的演

进，并在此基础上描绘了接合理论在文化研究中的发展图景———“接合”“双重接合”“三重接合”。接合理论的不断推进

更新了文化研究的基础观念，帮助文化研究突破了“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的困境。然而，接合理论却因自己过

于强调受众及受众在解码活动中的能动性，过于依赖语言表达逻辑来解释文化问题等缺点，又为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困

扰。这些困扰甚至在文化研究内部催生了“去接合”的倾向。不过，由于接合理论与中后期文化研究及其生成语境的内

在契合，它在短时期内还将继续为当代文化研究者提供理论基础与方法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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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合理论对于文化研究有着特殊的价值:

“接合概念可能是当代文化研究中最具生产性的

概念之一。”( Slack 113) 在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

究中，最早注意接合理论的是斯图亚特·霍尔

( Stuart Hall) 。他继承、发展了前人对“接合”的

理解，使接合观念在文化研究中生根发芽，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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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连锁反应。这直接导致了文化观念的嬗

变，更新了文化研究的范式，开阔了文化研究的视

野。本文将对接合理论的源头、发展、内涵及其与

文化研究变迁之间的关系作出细致的梳理与反

思，希望能够借此阐明接合理论自身的发展演进

及其对整个文化研究思潮的深刻意义。

一、接合观念: 从拉克劳到霍尔

“接合”的英文原文是“articulation”，由动词

“articulate”发展而来。“articulate”的拉丁词根是

“articlare”，意思是“划分为关节”。“articulate”除

了从其拉丁词根“articlare”延伸出了“用关节连

接、联结、铰接”的意思外，还衍生了“明确表达、
清楚说明; 口齿清楚、清晰吐字、清晰发音; 与……
合成整体”等意义 ( 霍恩比 94 ) 。当“articulate”
转化为“articulation”后，它的意义集中体现为“发

音”“表达”和“关节链接”等。( 霍恩比 95 ) 然

而，无论是“发音”“表达”还是“关节链接”，其中

都有“连接”之义。“发音”是将所要表达的意义

与语音连接;“表达”是将语音连接成话语; 在“关

节链接”中，连接的意思则更加明显。可以说，

“articulation”的核心含义其实是“连接”，即，将各

种不同的分散部分“连”起来，至于“连”得合理与

否则不在“articulation”的意义范围之内。
学界一般认为，接合理论由后马克思主义的

代表人物埃内斯托·拉克劳 ( Ernesto Laclau) 明

确提出并作出阐释。然而，与“接合”相关的思想

观念却源远流长。拉克劳曾指出，接合观念最早

可上溯至柏拉图。柏拉图的洞穴故事较早反映了

接合观念: 洞穴里的囚徒错误地把听到的声音与

洞壁上的影子联系起来。声音与影子并非由内在

逻辑关系关联，而是被偶然激发的关系随意捆绑

在一起。这些偶然激发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非必

然性连接，可以被理解为接合关系 ( Laclau 7 ) 。
此外，在索绪尔( Ferdinand de saussure) 的“能指

所指”组合、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 的“二级

意指系统”、德里达 ( Jacques Derrida) 的语言“任

意重组”、福柯( Michel Foucault) 的符号与权力关

系、葛兰西( Antonio Gramsci) 的“文化领导权”中

也都包含接合关系。不过，这些思想家、理论家都

没有将“接合”当作独立术语来使用。最早明确、
广泛使用“接合”的是阿尔都塞( Louis Althusser)

和巴里巴尔( tienne Balibar) 。两人在《阅读〈资

本论〉( 第一部分) 》一书中直接使用“接合”82
次。然而，他们却没有“把它进一步地做出阐发”
( 黄卓越 4) ，只是用它来表达两种事物之间既随

意又受特定条件限制的关系。比如，在论述只有

确定经济领域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位置才能理解

经济的实质这一问题时，他们将经济领域与法、政
治、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称为“接合”( Althusser
and Balibar 100) 。

接合观念最终在拉克劳那里获得了明确而详

细的解释。拉克劳虽然属于新葛兰西派，但他对

接合的理解并不限于社会生活内部的“接合”，而

是与巴特、福柯等一样，注意到了语言与社会生活

的“接合”，并在此基础上对社会生活内部的“接

合”作出了解释。拉克劳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

的阶级还原论将意识形态发生实际变化的原因完

全归结于生产关系，忽略了现实中其他各种复杂

因素，尤其是文化的影响。这些变化发生的原因

其实用接合这一概念来说明比较合适: “意识形

态是如何发生转变的? 答案在于: 通过阶级斗

争，这一阶级斗争是通过主体的生产与话语的接

合与去接合展开的。”( Laclau 109 ) 在拉克劳看

来，阶级斗争就是在阶级实践与阶级话语的接合

与去接合过程中进行的。单纯考察阶级主体的实

践活动并无法完全把握意识形态转变的原因。因

此，“有必要承认阶级存在于意识形态和政治层

面这一事实是在接合的过程中而不是在再生产的

过程中”( Laclau 161 ) 。拉克劳强调阶级存在于

“意识形态和政治层面”的事实发生在接合活动

中，这就等于承认阶级活动是阶级实践与阶级话

语之间的接合活动。接合活动一般遵循的是语言

表达的逻辑规律。所以，其实是它将社会实践理

解为某种类型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将社会实践

与话语等同起来。这就自然而然地将社会实践内

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解释成了实践因素所表

征的意义之间的接合。各种社会实践因而能够通

过接合不同阶级的话语意义，将不同的阶级利益

连接起来，而统治阶级也可以借用接合来调和阶

级之间的潜在矛盾。社会实践内部的各种因素就

这样通过所表征的意义形成了接合关系，而“接

合”也被拉克劳解释为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意义

非必然的持续性连接。这一理解明确概括了“接

合”的内涵，并彰显了它的四个特点: 第一，“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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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是一种不必然的、将各种分散部分连起来的

连接; 第二，“接合”是相对随意的; 第三，“接合”
会产生一定的现实效果，并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条

件的限制; 第四，“接合”是持续不断的。由此，拉

克劳继承并发展了从柏拉图到阿尔都塞等理论家

对“接合”的理解，并清晰而详细地阐释了这一

概念。
文化研究中后期的主要代表霍尔，在拉克劳

接合观念的基础上，最终发展出了接合理论，并将

其引入文化研究中。然而，霍尔并不完全赞同拉

克劳。他在格罗斯伯格 ( Lawrence Grossberg ) 对

他的访谈中指出，拉克劳“将全部实践统统概念

化为话语，将全部的历史行动者都概念化为以话

语建构的主体性，只谈论位置性，却从不谈位置，

只看具体的个体如何在不同的主体位置性中被质

询”( Grossberg 146 ) 。也就是说，拉克劳将社会

实践全部还原为语言实践，用社会实践的表征代

替社会实践本身。这其实割断了社会实践与经济

基础之间的关联，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还原论变

成了阶级语言论。因此，霍尔希望对“接合”的阐

释能够直接回到葛兰西所说的社会生活内部的

“接合”上去，而不是通过语言与社会生活的“接

合”进行解释。霍尔指出，接合并非意味着社会

实践就是一种语言，或者语言就是一种社会实践，

而指的是社会实践按照语言的逻辑来运行: 拉克

劳的错误就在于“在拒斥一种粗糙的唯物主义

时，X 如 Y 一样运作的这一隐喻被简约为 X = Y”
( 146) 。在此基础上，霍尔提出了自己对接合的

看法: “在英国，( 接合) 这个词具有微妙的双重

意义。因为 articulate 的意思是发声、说出来、发

音清晰。它带有用语言表达、表述等方面的含义。
然而，我们也说‘铰链式’卡车: 一种车前体和车

后体可以连接，但不一定连接的卡车。两个构件

通过一个特殊的联动装置相互连接，但也可以通

过它把彼此拆开。因此接合是一种连接形式，它

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两种不同的要素统一起来。
它是一种关联，但并非总是必然的、确定的、绝对

的和本质的。”( 141 ) 在霍尔看来，接合是有条件

限制的，一种非必然、非本质、不确定、不绝对的语

言式联结，主要体现出四个特征: 第一，接合是一

种社会实践活动; 第二，接合这种社会实践活动遵

循语言的表达逻辑和规律; 第三，接合能够以非必

然的方式连接分散的部分，在那些不必结合在一

起 的 各 元 素 之 间 形 成 临 时、统 一 的 构 造

( Barker 9) ; 第四，接合要受到社会现实与历史

条件的制约和影响，不是永恒的，可以不断被改

写。“接合”的特点导致它能够接合不同的意识

形态话语，也能够使这些意识形态话语与相应的

社会实践相接合，从而确立起临时的、统一的微观

政治关系，形成社会暂时性的关系集合。不同的

意识形态话语可以通过这样的“接合”被转化为

各种微观政治的现实运行过程。

二、莫利、希尔弗斯通与“双重接合”

霍尔之后，继承并发展霍尔的“接合”观念，

并直接使用“接合”概念来分析文化问题的主要

有戴维·莫利( David Morley) 、罗杰·希尔弗斯通

( Roger Silverstone) 、玛伦·哈特曼 ( Maren Hart-
mann) 、卡迪拉克·考特伊斯( Cédric Courtois) 等。
他们的分析主要针对媒介文化，尤其是电视文化。
作为霍尔的学生，莫利全面继承了霍尔对“接合”
的理解并首次使用了“双重接合”的表述。在莫

利的代表作《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中，“接合”
出现了 36 次，主要指不同领域、不同维度、不同性

质的意义在现实层面彼此通过关联结成的临时性

结构，比如“英国语境中的文化与种族、民族、性

别结构的接合”( Morley 15) 、“宏观与微观、真实

与琐碎、公共与私人、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的接

合”( 17) 等。莫利在论述电视与受众消费行为之

间的关系时指出，电视既可以被看作一种技术载

体，也可以被看作意义的承载者。因此，电视是

“双重接合”的产物: “它在它的双重接合中既拥

有自身的意义( 在市场营销与应用方面) 又可以

被看作意义的载体”( 199 ) 。莫利的“双重接合”
显然在两个层面展开，其一是物理层面，也就是

“市场营销与应用”层面; 其二是文化层面，即“意

义”层面。物理层面的接合主要体现为电视作为

技术载体与作为消费对象的接合; 而文化层面的

接合则体现为电视作为意义载体与作为意义内容

的接合。“双重接合”使得电视同时拥有了物理

层面与文化层面的双重价值。然而，莫利并没有

详细说明这两个层面的实际接合，也没有探讨这

两重“接合”之间的关系。
希尔弗斯通受到了莫利的启示，将“双重接

合”明确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在单独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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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重接合”之前，希尔弗斯通曾与莫利合写了论

文《居家传播: 技术与意义》，其中使用过“双重

接合”。受莫利影响，希尔弗斯通也承认霍尔对

接合概念及其特点概括的合理性，但认为霍尔的

理解过于笼统。希尔弗斯通认为对“接合”的理

解应该进一步细化，将“接合”过程的不同层次讲

清楚。他通过分析电视中存在的“双重接合”说

明了这一问题。希尔弗斯通指出，电视的第一重

接合在于，电视接合了传播工具与家庭装置符号，

即电视作为传播工具的科技含义，通过家庭的购

买行为，与电视作为家居装置的生活含义接合在

一起; 电视的第二重接合在于，电视接合了公共领

域与人们的私人空间，即电视的公共分享意义通

过人们对电视节目的家庭消费与人们对电视节目

的私人理解接合在一起。“作为一个客体，电视

既是国家和国际传播网络上的元素也是家庭生活

的象征。作为一个媒介，通过它在公共和私人领

域播放节目的结构和内容，它既将家庭生活成员

吸引到公共世界领域来分析意义，也提供了他们

形成自己私人化、内在化文化的某些原材料。”
( Silverstone 83) 当电视进入第一重接合时，电视

只是将传播网络元素与家庭生活装置融为一体的

物体; 当电视进入第二重接合时，电视就成为沟通

公共世界与私人世界的中介。其中，第一重接合

是物理维度上的接合，第二重接合则是文化维度

上的接合。希尔弗斯通认为这两重接合并非彼此

割裂，而有着密切的关联: “我认为它们不是分裂

的( 尽管在其中有阶级的转换) 。”( 123) 希尔弗斯

通将两重接合之间的关联总结为: 第一重接合是

第二重接合的物质基础，“电视是一种媒介和传

播———它的节目、叙事、修辞与风格提供了它第二

重接合的基础”( 123) ; 第二重接合则将处于第一

重接合关系中的电视与其他电器及家具区分开

来。希尔弗斯通将这两重接合，合称为电视的

“双重接合”，并指出它印证了麦克卢汉所说的

“媒介即信息”: “双重接合”就是“媒介在其被生

产与被 接 受 的 社 会 环 境 下 运 作，然 后 再 运 作”
( 83) ，“通过双重接合，媒 介 确 实 变 成 了 信 息”
( 83) 。然而，希尔弗斯通认为“双重接合”的表述

却并非源自文化研究，而是源自语言学: 最早使

用“双重接合”表述的是功能语言学家安德鲁·
马丁内( André Martinet) 。马丁内指出，语言的形

态部分与语音部分对于语言意义的产生都很重

要。语言形态是语言能指形式与所指意义的接

合; 语言语音是语素与音位的接合。这两重接合

相互依存，使我们能够用预先给定的资源传达复

杂的意义，进而结构语言( Hartmann 85) 。
莫利与希尔弗斯通的“双重接合”理论并没

有令学界完全满意。有些学者指出，他们提出的

“双重接合”忽视了电视作为文本的独立性，亦忽

视了电视文本中的接合关系。其实，希尔弗斯通

并非没有注意到电视文本的问题，他只是将电视

文本内部的接合与他所总结的电视的第二重接

合，即电视对公共领域与人们私人空间的接合，混

在了一起。不过，希尔弗斯通后来也认为此举不

妥。他说: “就像罗伊·萨马拉吉瓦有启发地指

出的，信息和接合有可能是三重而不是两重: 植

根于对象本身的接合、技术赋予的象征环境的接

合以及具体节目信息的接合。这是正确的。然

而，我们在这章的讨论是建立在赋予前两者特权

的基础之上。最后一重接合，单个的文本 /信息是

明显存在的，有的时候也很重要，但就像许多分析

家指出的，它自己依赖于普通的象征环境，而且与

整体的媒介信息流比起来，其影响是没有意义

的。”( 96) 哈特曼较早发现了希尔弗斯通的犹疑，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重接合”之说。

三、哈特曼、科特伊斯等与“三重接合”

哈特曼从反思受众研究中的语境研究与文本

研究之争出发，提出了“三重接合”。她将希尔弗

斯通和莫利看作语境研究的代表。她认为语境研

究与文本研究之争之所以无法平息，关键在于语

境研究忽略了对文本问题的考察。希尔弗斯通的

“双重接合”理论就是忽略考察文本的典型例证。
在哈特曼看来，希尔弗斯通的“双重接合”在两个

关联层次上描述了媒介技术与意义创造之间的关

系: 技术层次的接合确定了媒介商品作为消费对

象的意义( 85) ; 而意义层次的接合则确定了技术

对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莫利是推崇“社会与物质

装置之中的文化传播的过程的”( 86 ) ，但希尔弗

斯通却将接合从媒介的文化层面挪到了媒介的技

术应用层面，用技术载体与信息之间的内在关系

屏蔽了媒介消费中创造意义过程的复杂性( 86—
87) 。因此，希尔弗斯通的“双重接合”其实是在

论述媒介如何通过两重接合变成了一种特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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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而没有考虑媒介文本问题。哈特曼更细致地

考察了希尔弗斯通的“第二重接合”，力图找到媒

介文本在消费者再创造意义过程中的重要性，将

文本从“双重接合”中独立出来: “让我们先来反

思第二重接合的具体性，不是通过媒介的具体部

分，而是通过它的后果。”( 87 ) 哈特曼指出，在第

二重接合中，是消费者对电视文本的理解和解释，

而不是媒介技术联结了消费者的私人世界与公共

世界。希尔弗斯通却认为消费者对媒介内容的理

解和解释与文本内容关系不大。它只是沟通私人

世界与公共世界的工具。媒介技术才是“我们存

在于世的关键”( 88 ) 。同时，希尔弗斯通也不注

意媒介文本对消费者心理的影响。所以，哈特曼

引用莫利的话说: “对文本或信息的分析仍然具

有基础的必要性。”( 88 ) 因为文本或信息并非仅

有一个真实含义的客体，它的意指机制会生发出

许多丰富的含义。正如《居家传播: 技术与意义》
一文指出的: 电视的意义由读者日常生活活动催

生; 不同媒介之间的差异会影响读者对文本的理

解; 读者对文本的理解会有多种方式; 意义的结构

还是 一 个 不 断 变 化 的 辩 证 过 程 ( Morley and
Silverstone 46 47) 。这些都会导致文本产生丰

富的意义，使其成为文化交流过程中不可被忽视

的因素。哈特曼因此明确提出，要平息受众研究

中的语境与文本之争，“我想指出并不只要回到

双 重 接 合， 而 要 扩 展 到 三 重 接 合 ”
( Hartmann 96) ，而第三重接合就是受众与文本

之间的接合。这一接合并不仅是一种仪式和参

与，而且也包括读者个体对文本内容的再创造，如

再创造出了读者个体化的传播事例、个体化的节

目、个体 化 的 网 站 和 个 体 化 的 文 本 信 息，等 等

( 96) 。将受众与文本的接合从“双重接合”中独

立出来，关注媒介与意义再生产之间的联系，关注

意义解释潜在的新可能性以及警惕文本结构运用

权力对解释进行干预，这“绝对不仅是对一种独

立的媒介信息的回归”( 97 ) ，也是对媒介作为文

本价值的肯定。由此，哈特曼在希尔弗斯通“双

重接合”的基础上增加了媒介对受众与媒介文本

内容的接合，组成了“三重接合”。哈特曼将她的

“三重接合”分别总结为: 媒介作为技术载体对传

播工具与家居装置的接合; 媒介作为象征环境对

公共领域与私人空间的接合; 媒介作为文本对受

众与媒介内容的接合。

科特伊斯 ( Cédric Courtois) 等学者并不赞同

哈特曼的“三重接合”观点，继而提出了另一种更

具实践价值的“三重接合”。科特伊斯等学者首

先注意到了 21 世纪一个普遍的流行文化现象，即

当代青少年的成长环境充斥了大量丰富的媒介技

术: “根据最近的 OECD 指数，西方的家庭生活配

置了相当丰富的媒介技术。其后果表现为，在这

些媒介技术丰富的环境中成长的青少年在很小年

纪 时 就 需 要 面 对 大 量 的 媒 介 技 术 资 源。”
( Courtois 402) 他们以此为契机开始思考媒介消

费是否能够帮助青少年确立自我认知，在媒介消

费中获得自主权。科特伊斯等学者发现大多数关

于这类问题的探讨都以消费者与媒介文本之间的

关系为中心展开，但他们认为媒介文本与媒介技

术是分不开的。因此，他们就注意到了希尔弗斯

通既强调媒介技术也关注意义传播的“双重接

合”理论。科特伊斯等学者认为，希尔弗斯通的

“双重接合”的意义就在于，他将媒介既解释成物

质载体，又解释成有意义的文本的传递者。然而，

他们认为，在这两重接合中，希尔弗斯通却忽视了

语境问题。语境“就是电视观看行为与日常生活

纠缠在一起的地方，也是电视观看行为通过多种

关系组织与再组织的地方”( 424 ) 。它对受众的

媒介消费行为是有影响的。在希尔弗斯通的第一

重接合中，媒介接合的是传播工具与家庭生活装

置。然而，媒介接合的传播工具是电视、电脑还是

“手机、移动游戏机与移动媒体播放器”( 425) ，这

一接合是发生在卧室，发生在客厅，还是发生在餐

厅或阳台，他并没有说明。在希尔弗斯通的第二

重接合中，媒介接合的是公共世界与私人世界。
不过，希尔弗斯通所谓的公共世界，主要是媒介所

连接的象征性的公共世界，而不是具体的物理公

共世界。媒介的这一接合是发生在什么样的物理

公共世界，是公园、剧院、街道还是公司，周围有人

还是没人，周围的人是兄弟姐妹、父母、亲戚、朋友

抑或是陌生人，也没有被说明。可见，希尔弗斯通

忽略了第一重接合与第二重接合的具体物理发生

语境。在他的“双重接合”中，消费者的媒介消费

环境与其消费行为之间仿佛毫无联系。因此，科

特伊斯等学者认为，必须将媒介对受众与消费环

境的接合视为一重独立的接合，以更加清楚地解

释受众媒介消费行为发生的原因。科特伊斯等学

者随后又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希尔弗斯通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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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接合的发生地点主要局限于家庭空间，而受

众对媒介的消费事实上在某些时候并不仅限于家

庭空间: “多种类型的电视与电脑会出现在多种

不同的社会空间中，而移动设备则会从一个语境

移动到另一个语境。”( 436—437 ) 科特伊斯等学

者于是在该发现的基础上对希尔弗斯通的第一重

接合进行了改造，将其改造成媒介作为技术载体

对传播工具与装置的接合，而不仅仅是与家庭装

置的接合。这构成了科特伊斯等学者的又一重接

合。然后，科特伊斯等学者指出，哈特曼的第三重

接合，即媒介作为文本对受众与媒介内容的接合，

揭示了媒介技术与媒介文本之间的关系，体现了

媒介技术传递有意义的文本的价值，可以单独作

为一重接合。由此，科特伊斯等学者，在拆解希尔

弗斯通的“双重接合”与哈特曼的“三重接合”的

基础上，对接合理论作出了修正，进而提出了一种

与哈特曼完全不同的“三重接合”理论。他们解

释说，媒介在他们所提出的“三重接合”中的角色

主要体现为: “媒介作为客体的象征性互动( 第一

重接合，比如电视、电脑等) ; 作为文本( 第二重接

合，比如诗歌、游戏、视频等) ; 作为语境 ( 第三重

接合，主要是各种情境比如独自在卧室里，与家人

在客厅里等) 。”( 402) 根据这一解释，科特伊斯等

学者的三重接合可以被总结为: 媒介作为技术载

体对传播工具与装置的接合; 媒介作为文本对受

众与媒介内容的接合; 媒介作为语境元素对受众

与消费环境的接合。科特伊斯等学者认为，在这

三重接合中，第三重接合对媒介消费行为的现实

影响最大，因此可以在第三重接合的理论视域中

来探讨他们感兴趣的实践问题。科特伊斯等学者

通过调研获得了关于青少年使用媒介的地点、时
长等方面的大量实证数据，从中分析青少年受众

与消费环境之间的接合关系。他们进而在这一接

合关系中深入考察媒介消费是否能够帮助这些青

少年在诸多环境因素影响的干涉中确立自我认

知，在媒介消费中获得自主权 ( 402 ) 。这也在一

定程度上实现了他们渴望通过接合理论解释实践

问题的初衷。与哈特曼的“三重接合”相比，科特

伊斯等学者的“三重接合”理论的实践价值更加

突出。
从霍尔、莫利直到希尔弗斯通、哈特曼和科特

伊斯等，接合理论在文化研究中走出了一条清晰

可辨的发展路径，其内涵和应用也在逐渐发生变

化，在内涵上体现出由笼统到逐步细化的趋向，在

应用上则体现出由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逐渐过渡

的趋向。霍尔对“接合”的研究止步于理论探讨，

主要是在梳理前人如阿尔都塞、葛兰西、拉克劳等

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接合”的内涵和特点作出

理论阐释，而缺乏对具体媒介“接合”实例的分

析。莫利全面继承了霍尔对“接合”的理解，具体

讨论了电视这一媒介的接合问题，着重分析了电

视技术、电视文本、受众生活方式、公共意义空间

等因素彼此之间的接合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

了在这些接合关系中体现的微观政治内涵。莫利

比霍尔更具体，但仅在探讨中涉及“双重接合”，

并没有把它当作独立、固定的术语来解释。希尔

弗斯通敏锐地发现了接合在媒介消费实践中的层

次问题，明确提出并细致阐释了“双重接合”。然

而，希尔弗斯通对电视文本以及电视文本中接合

关系的忽视使他的“双重接合”体现出了唯技术、
重应用倾向的弊端，从而颇受诟病。在此背景下，

哈特曼又提出了“三重接合”概念。哈特曼指出，

可以将文本内的接合关系直接当作第三重接合加

到希尔弗斯通的“双重接合”上，以解决后者存在

的问题。哈特曼由此提出了“三重接合”概念。
哈特曼提出的“三重接合”意在解决受众研究中

的语境与文本之争。然而，当她的“三重接合”被

应用到现实层面时又出现了问题，因为单纯读者

与文本的“接合”只能够展示读者对文本的理解，

而不能够解释读者如此理解的原因，也不能够解

释文本如何影响读者这样更深入，也更具有实践

性的问题。因此，科特伊斯等学者认为，应该提出

另一种能够更有效解决实践问题的“三重接合”
理论。科特伊斯等学者以现实中一个具体的媒介

消费问题，即十几岁青少年的媒介消费是否可以

确立自我认知，获得自主权为契机，重新定义了

“三重接合”。他们特别强调第三重接合，即技术

媒介作为语境元素对受众与消费环境的接合，对

媒介消费行为的现实影响。科特伊斯等学者对语

境接合的关注拓展了希尔弗斯通与哈特曼将接合

语境仅置于家庭内部的狭隘视野，从更广阔的社

会公共空间中去考察媒介的消费行为。同时，他

们也超越了后两者将接合理论仅仅看成理论分析

工具的局限，将接合理论的使用拓展到了实践层

面。不过，科特伊斯等学者对语境接合的过度重

视也有走向詹尼斯·拉德薇 ( Janice Radway)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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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激进主义”之嫌。“语境激进主义”仅仅将

语境当作文化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最终落脚点，而

屏蔽了媒介技术、物理载体、文本等其他许多在接

合过程中对接合效果产生重要影响的元素，可以

说研究视野具有一定的偏激性和狭隘性。

四、接合理论与文化研究困境的突破

霍尔、莫利、希尔弗斯通、哈特曼和科特伊斯

等学者提出并作出阐释的接合理论对文化研究的

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因为接合理论基本平

息了在整个 20 世纪 70 年代一直困扰文化研究的

“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范式之争，帮助文化研

究走出了困境。
伯明翰学派乃至整个文化研究在前期主要依

循文化主义的研究范式。文化主义范式将文化的

定义分成三种: 一是“理想的”文化定义。它将文

化看 作“人 类 完 善 的 一 种 状 态 或 过 程”( The
Long 57) 。二是“文献式”的文化定义。它将文

化看作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三是文化的“社

会”定义。它将文化看作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

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也表现制

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第三种文化

定义是伯明翰学派的代表性文化观念，一般被表

述 为 “文 化 是 一 种 整 体 的 生 活 方 式”
( Higgins 49) 。
“整体的生活方式”的价值体现为: 首先，它

延续了传统精英文化观念对文化以及文化活动主

体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强调，肯定了人类主体意识

与主体经验的能动性，将文化解释为“既是产生

于各种独特社会群体和阶级中的意义和价值”
( Hall 38) ，“又是活生生的传统和实践”( 38 ) 。
其次，它还超越了传统精英文化观念仅从精英层

面来理解文化与文化活动主体的局限，将文化与

文化活动的主体扩展到民众层面: 它主张从日常

生活角度理解文化，认为文化应该表现在日常生

活内部产生的普通观念、情感与意识。它也强调

文化通过整合日常观念、情感与意识来结构社会

生活的功能。它还关注普通工人和平民在文化生

活中的主体作用。
“整体的生活方式”的价值自然毋庸置疑，但

其局限性也很明显，主要体现为: 第一，它通常指

的是生活格调、个人习惯、道德举止等，能够概括

生活方式的冲突和变迁却体现不出其倾向性，而

文化则需要表达倾向性。所以，汤普森 ( Edward
Palmer Thompson) 一度希望用阶级意识代替“整

体的生活方式”来概括文化: “阶级意识就是以文

化术语处理这些经验的方式: 它体现为传统、价

值体系、思想和制度形式。”( Thompson 10) 第二，

虽然它力图凸显民众在文化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但由于它缺少对个人倾向性的强调，实际并无法

真正凸显这一点。第三，表达倾向性还意味着表

达意义。“整体的生活方式”不涉及人的倾向性，

也就没有体现文化的表意功能。第四，这一观念

模糊了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研究之间的界限。“整

体的生活方式”对倾向性与表意性的忽视直接导

致文化研究将研究对象锁定于现实的社会生活方

式，并将文本社会学分析与民族志当作研究方法。
这就消解了文化研究与社会学研究的差别，将文

化研究几乎等同于社会学研究。
以法国阿尔都塞 ( Louis Althusser) 为代表的

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传入英国学界后，文化主义

范式的局限性日益暴露并引发了文化研究的危

机: “文化研究中‘文化主义’的线索，随着‘结构

主义’知识景观的出现被打断了。”( Hall 39 ) 结

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们对文化的理解以意识形态

为中心。他们详细阐述意识形态，以至于“‘文

化’的形象并不那么突出”( 39) 。阿尔都塞指出，

“它们 ( 指意识形态) 通常是形象，偶尔是概念。
它们首先作为结构而不是通过人的‘意识’被强加

于绝大多数人。它们作为被感知、被接受和被忍受

的文化客体，通过一个人们不知道的过程作用于

人”( Althusser 233) 。同时，意识形态不仅是一种

思想体系，还包括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生产出来

的物质实践以及由这些实践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
仪式、风俗习惯、行为方式、教育、宗教、家庭、政治、
传媒、文化工业等都属于它( Storey 102) 。因此，

“所有意识形态都具有将各个具体的个体‘塑造’
成主体的功能 ( 这种功能界定了意识形态的范

畴) ”( 102) 。阿尔都塞为意识形态下的定义以及

他的进一步阐释其实隐含了他对文化的理解。在

阿尔都塞看来，文化并非由人类独立自主的主体

意识创造，而是由意识形态决定的。意识形态

“通过一个人们不知道的过程作用于人”，进而构

成了文化的潜在结构: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无意

识中，人们成功地改变着人们之间和人们与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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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活生生的’关系。”( Hall 42) 结构主义马

克思主义对文化的理解因此可以被表述为，文化

是意识形态的表征，它通过表征意识形态实现了

对社会生活的组织。这一文化观念同“整体的生

活方式”一样关注文化对社会生活的组织。不

过，它更重要的特征则在于同“整体的生活方式”
的区别。这些区别体现为: 第一，明确指出了文

化与文化的活动主体是被意识形态建构并决定

的。第二，强调了文化的倾向性。第三，关注了文

化的表征功能。
通过对结构主义范式文化观念的考察可以看

出，虽然结构主义范式也重视文化对社会生活的

介入，但它否定文化以及文化活动主体的独立性

与自主性，并随之忽视民众在文化活动中的能动

性。它强调的是文化由意识形态带来的倾向性与

表征功能。它对文化倾向性与表征功能的重视弥

补了“整体的生活方式”的缺陷，但它对文化和文

化活动主体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否定以及对民众在

文化活动中能动性的忽视，却给予了文化研究沉

重的一击。如果文化以及文化活动主体的独立性

与自主性被否定，文化研究还能被看作是对文化

的研究吗? 如果民众在文化活动中的能动性被忽

视，文化研究的特色又体现在哪里呢? 文化研究

的理论根基必然产生动摇，文化研究存在的合理

性也必然遭受质疑。而“整体的生活方式”忽视

文化的倾向性与表意性，对民众在文化活动中的

能动性强调不足，这使得“文化主义”在面对“结

构主义”挑战时毫无还手之力，必然陷入危机。
接合理论的贡献就在于它代替“文化主义”

接受了“结构主义”的挑战。接合理论既继承了

文化主义对文化以及文化活动主体独立性与自主

性的强调，又凸显了它提倡的民众能动性，还增加

了结构主义对文化倾向性与表征功能的理解。这

才使得伯明翰学派中后期的文化研究从“两种范

式”之争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进而可以重建文化

研究在现实中的存在合理性。
如前所述，无论是“一重接合”“双重接合”还

是“三重接合”，它们首先都必然是社会实践，而

不是超越于社会生活之上的精神活动。这保证了

文化研究早期一贯主张的文化与文化活动的日常

性与平民性。其次，这些接合都遵循着语言表达

的逻辑和规律，一方面通过媒介符号从总体上对

不同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行组织，另一方面则通过

媒介符号表达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文化整合社会

实践，进而表征意义的功能因而得到体现。再次，

这些接合是一种临时性的结合体。受众根据自己

即时的需要、心理与行为解读媒介符号，从中体现

某种接合关系。一旦受众的需要、心理与行为发

生变化，受众解码活动中的接合关系也会随之改

变。这充分体现了民众作为文化活动主体的独立

性与自主性。最后，受众的需要、心理与行为一般

会受到社会现实以及历史条件的影响，体现出一

定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通常会展现在受众解码

活动内含的接合关系中。它既保证了文化与文化

活动的倾向性，也为受众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设定

了上限。
“一重接合”“双重接合”与“三重接合”强调

接合的实践性，遵循语言学的逻辑和规律，看重接

合的临时性，认识到接合会受特定社会、历史条件

的限制。这些特点恰好符合霍尔概括的突破“文

化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困境所必需的文化研

究的根本原则。霍尔指出，“无论‘文化主义’还

是‘结构主义’都不足以将文化研究构造成一个

有明确概念和充分理论根据的领域。但是在对它

们各自的活力和局限的粗略比较当中，可以显现

出文化研究的一些根本原则”( Hall 42 ) 。霍尔

根据“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各自对文化的理

解概括了文化研究的这些原则，其中对“决定性

条件的强调”、对意识斗争发展和组织的阐释、
“经验”的去中心化属于“结构主义的巨大活力”
( 42) ，而对“整体性”的强调则属于“文化主义的

活力”( 45) 。接合理论对接合实践性的强调属于

对意识斗争发展和组织的阐释; 遵循语言学的逻

辑和规律属于对“经验”的去中心化; 看重临时性

的接合属于对“整体性”的强调; 认识到接合会受

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属于对“决定性条

件的强调”。
因此，可以从接合理论出发对文化作出新的

解释。伯明翰学派的学者也正是这样做的，其中

的主要代表是霍尔与费斯克( John Fiske) 。在霍

尔之前，威廉斯 ( Raymond Williams) 曾受结构主

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关注过文化的表征功能。他

指出: 文化是“社会秩序得以传达、再生产、体验

和研究”的“符号系统”( Culture 13 ) 。在该文化

观念中有接合理论的影子，但它毕竟未受接合理

论的影响，不能算真正反映接合理论。最早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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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论影响下理解文化的还是霍尔: “文化就是

语言用来赋予事物意义的不同种类的体系与随意

的构成。”( Rojek 165 ) 在霍尔看来，文化就是事

物与语言接合的产物。这一接合是临时性的，由

一个社会或集团成员的语言所表征，遵循语言学

的逻辑与规律，既发挥社会功能，又受特定社会、
历史条件的限制。这一观念强调文化的表意性，

也注意突出文化的价值性与倾向性，亦突显了文

化以及文化活动主体的独立自主性。费斯克等学

者后来将霍尔的文化观念进一步修正为“文化是

感觉、意义与意识的社会化生产与再生产。将生

产领域( 经济) 与社会关系领域( 政治) 联系起来

的意义领域”( John Fiske 68) 。“接合”在这一观

念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同时，该观念保留了对文

化表意性及倾向性的强调，却更明确了文化的生

产机制以及平民在文化生产与流通中的主体地

位。不过，它对平民主体地位的确认却比较隐晦。
它指出，文化包含的是“感觉、意义与意识”。这

首先暗示了文化的相关主体可以是受教育程度不

高、社会层次不高的平民。然后，它强调了工人和

平民在面对“感觉、意义与意识”时具有主动性的

“社会化生产与再生产”，进而确认了他们在文化

生产、流通中的主体地位。
从接合理论出发，通过对文化的一系列深入

思考，伯明翰学派最终确立了自己的新文化观念。
新的文化观念为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和

方法论指导。此后，文化研究在解释文化介入社

会功能的时候，不再仅仅停留于将文化阐释成为

“整体的生活方式”，而是通过剖析民众的文化解

码活动，将文化组织社会生活的功能更具体、更深

入地展示出来。文化研究由此在文本社会学分析

法、民族志法之外又增加了符号分析法、受众研究

法等新方法。同时，文化研究的重心也从生活文

化转向了媒介文化，从文化生产研究转向了文化

受众研究。在这些转向中，民众的文化活动主体

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张扬。更新的文化观念、拓

展的研究方法、转型的研究重心以及对民众作为

文化活动主体的明确张扬共同构成了文化研究的

新范式。这一新范式就将文化研究从“文化主

义”与“结构主义”之争的困境中解救了出来。霍

尔主要在参照葛兰西、突破拉克劳的基础上提出

了对“接合”的理解，并开启了接合理论的文化研

究之旅，因此接合理论对文化研究的贡献也被很

多学者概括为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接合理论在为文化研究

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为其带来了新的困扰。这些

困扰主要体现在: 第一，接合理论使中后期的文

化研究过分关注解码者，而没有注意编码者的活

动。这容易导致文化研究忽视文化的教育功能。
任何解码者对媒介符号的解读都不可能不受到编

码活动的影响。然而，“一重接合”“双重接合”
“三重接合”关注的中心都是解码者。中后期的

文化研究因而完全围绕解码者来思考媒介符号的

解读，并没有考虑如媒介文本的创作意图、编码者

与解码者之间的关系等编码者角度的问题。这就

意味着解码者甚至可以不受编码活动的限制，自

行决定媒介符号的意义，完全随意地解读媒介符

号。在这个意义上，接合理论过度关注解码者，忽

略编码者，实际就等于在某种程度上忽视，甚至否

定了文化的教育功能。
第二，中后期的文化研究过分关注解码者的

主动性和创造性，忽略了解码者的受控性与受限

性，因而加剧了文化研究的文化民粹主义色彩。
如前所述，在中后期的文化研究中，“一重接合”
“双重接合”与“三重接合”都是临时性的接合体。
这些接合体依附于受众即时的需要、心理与行为

而存在。一旦后者发生了变化，原来的接合关系

就解体了。新的接合关系需要根据受众新的需

要、心理与行为重新组织。受众因而在媒介符号

的解读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媒介符号的意

义在某种程度上甚至由受众自行决定。这固然保

证了民众作为文化活动主体的独立性与自主性，

却没有对民众的阐释加以限制。虽然中后期的文

化研究也强调社会现实以及历史条件对受众需

要、心理与行为的影响，但它并没有将这种影响解

释为对受众的限制，而将其解释为对受众的馈赠。
这样的解释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刻意抬高了民众文

化活动与符号经验的价值。然而，现实中民众的

文化活动与符号经验并不符合理想。因此，中后

期文化研究的这种理论预设并不合理。这致使中

后期的文化研究丧失了真正的批判精神，也加剧

了文化研究的文化民粹主义色彩。
第三，中后期的文化研究忽视了对社会生活

的真正介入，陷入了纯粹的文本政治。在中后期

的文化研究者们看来，“一重接合”“双重接合”与

“三重接合”都遵循着语言表达的逻辑和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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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通过媒介符号，在对不同社会实践活动的组

织中表达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这就将丰富复杂的

社会活动从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可供解读的文本。
民众只要成为能动的、不受控的、狡猾的受众，在

符号层面进行挪用和拼贴，就可以对现实的社会

权威与社会秩序作出抵抗。事实上，这种抵抗只

能是象征性，甚至想象性的，对于现实的社会权威

与社会秩序起不到实质性的影响。这种理解导致

文化研究演变成了一种精细的操作程序、一种脱

离现实的学院空想以及一种纯粹的文本政治，也

使得文化研究学者逃避了真正的现实社会责任。
近几年，伯明翰学派的有些学者开始注意到

接合理论的缺陷以及它带给文化研究的新困扰，

并在自己的研究中有意识地“去接合”。“去接

合”意味着拆解有条件限制的非必然、非本质、不

确定、不绝对的语言式联结，使彼此联结的要素重

回分散和零乱的状态。“去接合”并非伯明翰学

派首创。拉克劳在解读柏拉图的洞穴隐喻时就将

对误导性关系的解除称为“去接合”( Laclau 7 ) 。
霍尔也曾用“去接合”解释不同元素之间接合关

系的临 时 性。然 而，直 到 詹 姆 斯·伯 格 ( James
Berger) ，“去接合”才被当作一个独立的概念获得

了明确的解释: “‘去接合’是发音形态学的术

语，意指音素组合的混乱。‘去接合’是外科手

术、屠宰与厨艺中使用的术语，意为肢体在关节处

的分离或切开。当一个人被‘去接合’时，他就被

迫与社会的有机结构分开，意味着羞耻、沉默，甚

至可能 是 物 理 性 地 被 忘 记。”( Berger 2 ) 安 吉

拉·默克罗比 ( Angela McRobbie) 也特别论述了

表征性别、种族、年龄身份的消费符号与阶级、阶

层之间的“去接合”问题。默克罗比指出，伯明翰

学派以前一直比较强调上述两者之间的接合关

系，力图通过这一接合关系证明符号介入现实社

会生活的能力。但近年来，鲜有文化研究的论著

再把性别、族群和年龄编织进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研究问题中去了。这一方面缘于政府数年来为缓

解资本和劳工的对抗而不断使用意识形态手段，

有意识地剔除阶级社会的各种连接; 另一方面也

与伯明翰学派以往理论中体现的文化民粹主义倾

向有关。在伯明翰学派中后期，CCCS 的许多论

著夸大了民众的文化抵抗力量，过分强调了表征

身份的消费符号的抵抗功能。“但正如批评该中

心的人所示，这些行为都是短命的反叛，有的迅速

被引入了媒介生成的商业机制。”( 默克罗比 96)

身份符号介入现实政治的能力以及它们与社会阶

级之间的关系因此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怀疑。
在此前提下，默克罗比明确提出: “我接过‘去接

合’( disarticulation) 的理念，借以显示，性别与阶

级问题割裂了。”( 93)

默克罗比提出的性别、种族、年龄等身份符号

与阶级、阶层之间的“去接合”问题在当下的文化

研究中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实

际体现了伯明翰学派对其中后期微观政治研究合

理性的整体怀疑，并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出他们更

加重视研究的现实客观性，而逐渐减少研究者主

观意图介入的新趋向。这向接合理论提出了严峻

的挑战。接合理论如果能够在保持接合观念作为

研究基础的前提下，对文化实践问题提出有效的

解决方案，就能够很好地迎接这一挑战。然而，这

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任务，非短时期可以解决。
就目前而言，由于接合理论自身与中后期文化研

究及其生成语境的内在契合，这一理论目前还将

继续为当代文化研究者提供从事研究的理论基础

与方法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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